
核心提示

“新工荒”

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

2004 年以来， 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

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

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

间差距逐步扩大。 当下愈演愈烈的

“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

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

了一种倒逼机制。 其一，对于企业而

言，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

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如果转型不成功，不要说招不

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关门都不是没

有可能。”柯志坚说，上海提出降低对

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现在

的客观环境已不适合低端制造业的

发展。记者采访感受到，许多面临“招

工难” 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

级已没有退路。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迫使企业

不得不转型，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也

进行了调整， 一是要创造自主品牌，

二是加大研究开发、引进研发人员。”

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

王小奇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地区不少

县市的企业还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提

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

需求。

蔡昉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

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

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

构优化的任务， 保持经济可持续增

长。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

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

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

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

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

海地区打工的。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

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

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

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

农民工群体的步伐， 提升区域吸引

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

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全国总工会去年公布的《2010

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

策建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

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

率低等问题，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全

国每年至少解决 400 万新生代农民

工进城落户问题，并确保他们享有与

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

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

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

矛盾。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

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

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

来说， 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

远。（参与记者：何欣荣、秦亚洲、魏宗

凯、刘巍巍、张良、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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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留人有心无力

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关于“新工荒”的调查报告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寿松 李柯勇 叶锋

元宵刚过，“用工荒” 再度凸显。 记者调查发

现：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

动”， 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区

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 背后的信

号： 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

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

构阻碍农民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

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

势明显。 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

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荒感。

问题虽然

多种多样，解决

之道则不离其

宗。“工荒或不

工荒”， 答案在

于：“转型

或 不 转

型”。

“招工难”更广

“用工荒”更长 “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

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

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 百余工

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

不暇接，尽打亲情牌。 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

“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

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

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

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 当地政府部门

在春节前就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

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 尽管用心

良苦，2 月 3 日， 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

行专场招聘会，但 4800 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

岗位“空手而归”。

地处中部地区的芜湖的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

“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 ”芜湖

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

延。 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

这里招工？ 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

在成都， 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

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人甚至

能拿到 1000 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

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新华视点”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有

26.1

％

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

都不够。 ”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 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

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 200 多

人减少到 80 人左右。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 该县现有 6000

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 1 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

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 近年来，随着

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 各地

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

％

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每年 80

％

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

省内就业。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

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最新的调查显示， 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

民工比往年增加了 20

％

， 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

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 15

％

，人数约 180 万人。 吕志华

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

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

工作岗位，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

工。 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 13

万人。 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

意愿是“足不出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

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

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

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

入一个新阶段。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

民工就业的“短工化”。 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

岁以下占 69.7

％

；38.2

％

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

于一年，25.8

％

为

１

~

２

年， 仅有 17.4

％

的人超过 4

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

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

上一份工作的时间、 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

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的“高流动性”、“高脆弱

性”十分明显。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 背后集中暴

露出两对主要矛盾： 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

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

者无法满足后者； 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

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 平等享受

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

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

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

程缓慢，带来出口贸易的大幅下降；而本币

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

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

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 一

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

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

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

告诉记者， 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

两家制衣厂。 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

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等因素，

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 现在一年有 2000 万

美元的销售额， 但利润只有 300 万元人民

币。 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

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 3000

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

目前的赢利水平下， 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

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 ”因为招工不

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 70

％

~80

％

。

收入增加了吗？ 农民工却有着另一本

账。 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

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

妻俩年收入合计有 5 万元左右。 她说，收入

每年都增长， 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

“买什么东西都贵”， 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

福建。

调查显示，40

％

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

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 但是 48.5

％

的农

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

％

的人收入减少。

在收入增加的人中，28.5

％

的人收入增幅

在 5

％

以内，低于 CPI 涨幅。 也就是说，有

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 有

43.5

％

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记者和许

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

“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

农民工。 ”进城却难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农村的戴斗斗今

年 24 岁， 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

工。 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

多， 发展空间比较大”， 去年收入增加了

20

％

，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

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

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

记者采访还发现， 有一些岗位相对较

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

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

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文军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可以说是“劳

动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为目的。 据他的

调查，有 25

％

的农民工收入能够在城市维

持一般的生活水平，但是“新二元结构”使

得他们无法真正扎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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